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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英、苏、德的外交政策，日本对华经济侵略的史料，日本扶植伪满洲国等傀儡政权及进行殖民统 

治的史料，日本在华种植和销售鸦片等毒品的史料等等，还有大量的史料等待研究者挖掘利用。否 

则，国家花那么多钱买来的资料躺在图书馆里睡大觉，也是对国家资源的极大浪费。可喜的是现在 

已经有研究者特别是青年研究者开始关注东京审判的史料，并开始将其运用到自己的研究中，如张 

宪文研究团队在南京大屠杀研究中，非常重视对东京审判资料的运用，在他们编辑出版的 78卷本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含6卷特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2010年版)中，就有四卷来自东京审判 

的资料。另外，曹大臣对法庭辩护资料的研究(《军事历史研究))2o12年第 1期)、曹树基对证人秦 

德纯证词及作证的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o15年第 4期)、张宁静对甲级战犯重光葵法庭审 

理的研究(《抗 日战争研究))2o15年第4期)、韩华对 日本鸦片毒害中国的研究(《日本侵华史研究》 

2015年第 1卷)，以及近年刘广建的《国民政府与东京审判》等--：~tt,研究生的硕士、博士论文等，都 

很好地利用了东京审判的资料。期待今后的东京审判研究和抗战历史研究，更多地挖掘、利用东京 

审判的系列史料，使其发挥更大作用。 

三、东京审判系列史料在使用上还要注意谨慎对待，正确使用。东京审判史料的一个特点是倾 

向性很强，因为它不是普通的资料，而是要通过这些资料将被告绳之以法或通过这些资料保护被告 

免受惩罚或减轻处罚的重要历史证据资料。控告方会最大限度地搜集、选用最能说明被告罪行的 

资料，而相反的资料都会被舍弃。被告及辩护方则相反，搜集、选用的都是能为被告解脱罪行的资 

料，而不利于被告的资料都被舍弃。也就是说，东京审判控辩方的资料都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片面 

性 ，仅看一方的资料很容易被误导。另外，在审判过程中，有些证人的证词不真实，也就是做伪证， 

无论是被告证人(如被告松井石根证人所做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证词)还是控方的证人(如苏联起 

诉方证人溥仪关于日本扶植伪满洲国的一些证词)都存在这种情况。所以，东京审判的系列史料 

虽然丰富，但在使用时要注意判别，去伪存真，正确使用，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史料价值。 

[作者宋志勇，南开大学 日本研究院教授] 

(责任编辑：高莹莹) 

如何进一步深化南京大屠杀史研究 

张 生 

最近这些年，中国学者在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上取得了一系列的重要成果。其中，《南京大屠杀 

史料集》已陆续出版 72卷，是重大标志性基础工程，使南京大屠杀史研究建立在坚实可信的史料 

之上，并揭示了丰富的可能线索。南京大屠杀相关研究著作的精彩纷呈①，更使中国学者的相关研 

究走到了国际学界的前沿。但是 ，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仍有进一步深化的必要与可能，具体可在以下 

几个方面作出努力。 

① 程兆奇：《南京大屠杀研究—— 日本虚构派批判》，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2年版；孙宅巍：《澄清历史—— 南京大屠杀研究与 

思考》，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年版；张宪文等：《南京大屠杀全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张生等：《南京大屠杀史研究(增订 

版)》，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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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方面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已经搜罗了加害方、受害方、第三方约 3000万字的资料，但仍有进一步 

挖掘的现实可能性。 

从中方资料来说，台北“国史馆”所藏赔偿委员会的档案卷帙浩繁，《南京大屠杀史料集》虽已 

收录不少，但仍有很多未及收入，其数量估计 占总数的一半以上。南京市档案馆藏有大量 日伪时期 

的市民呈文，反映大屠杀造成的巨大人口和财产损失，呈现普通贫苦市民在城市经济被摧毁、城市 

救助救济体系瓦解后难以言状的生活困窘状态，其中一些已经作为大屠杀档案申报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世界记忆名录，另有一些仍在整理之中。该馆还藏有南京市临时参议会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 

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国民党中宣部、军事委员会、内政部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内政部 

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等档案中，亦有不少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档案资料。 

随着时间流逝，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现仅余 100多人。他们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的遭遇，已经多次 

记录整理，但其个体生活史、尤其是大屠杀之后辗转求生的经历和心路历程，今天更形珍贵，需要进 

行抢救性的挖掘和整理。 

当时侵入南京的各 日军部队，其中央一级以及华中方面军、上海派遣军、第十军、师团、旅团、联 

队等作战计划和命令、战斗报告、战斗详报、作战13志、阵中13志等已经大量出版，但联队以下的日 

军部队的相关资料，搜集空间很大。13军官兵日记和书信，能够反映那些被故意遮蔽的历史，尚待 

进一步梳理。13军官兵和随军记者的回忆，以及 日本当时媒体特别是地方媒体的报道，亦有努力发 

掘的空间。当时日军有拍摄犯罪现场的习惯 ，有人将其寄回家乡，夸耀武功，甚至有装订成册，分发 

给军人家属亲友者，值得细心探求。 

关于第三方资料，这些年屡有发现，仍可期待。最近，有学者在哈佛大学图书馆发现了南京安 

全区国际委员会重要成员费吴生(George Fitch)的档案，其完整和内容的丰富令人咋舌。远东国际 

军事法庭首席法官韦伯(William Flood Webb)的个人档案则藏于澳大利亚。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首 

席检察官基南(Joseph Kennan)档案亦在美国被发现。美国总统罗斯福对南京暴行的反应已有专 

文发表，提示了相关人物档案的丰富性。 

这些年，南京大屠杀期间从事人道救援工作的欧美人士的后裔和亲属不断被找到。由于信仰 

等方面的原因，这些欧美人士多将其人生中最辉煌的一段经历 自我埋没，去世后，家人在整理其遗 

物时有很多发现，包括相关物品、影像和文字性记录。京特 (Karl Giinther)、威 尔逊 (Robert 

O．Wilson)、马吉(John Magee)、贝德士(Miner Searle Bates)、辛德贝格(Bernhard Arp Sindberg)、鲍 

恩典(Grace Bauer)等均有此类现象，需要我们更加细致耐心的探寻。 

二、理论方法方面 

过去的研究，虽然间或有例外，但绝大多数系用历史学的实证方法介入。作为一个历史问题， 

使用此方法的合理性毋容置疑。事实上，历史学实证方法的运用，已经揭示了南京大屠杀的基本 

面。然而，作为全人类关于战争、暴行的记忆遗产，仅仅用历史学的实证方法是远远不够的，多学科 

的方法和视野是深化研究的必需。 

东京审判时，辩护方律师曾经质证过马吉，问马吉能否通过他抢下的一个行凶的13军士兵的刺 

刀辨认出这个士兵，马吉回答说不能，该律师由此提出，即使证人知晓很多日本士兵犯罪，但因为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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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辨认 ，不能把所有士兵当成罪犯。确实，占领南京的 5万多13军士兵，就是这种意义上的面目模 

糊的“平庸”的作恶者，他们在其国内可能是父母的好儿子、妻子的好丈夫、儿女的好父亲，但在南 

京却突破人类底线进行犯罪；这些操控南京居民生死荣辱的“平庸”者，回到 13本，又如何若无其事 

地变回父母的好儿子、妻子的好丈夫、儿女的好父亲。战争扭曲人性的机理，是历史学的实证方法 

力不能及的。 

现有的南京大屠杀史研究，缺乏哲学性的、跨学科的思考，是明显的不足，这和大屠杀史“兹事 

体大”，需要首先澄清基本史实有关。这影响了学者们对很多其实很熟悉的理论、方法的运用，比 

如民族主义理论和文学方法。李永东的《小说中的南京大屠杀与民族国家表达》①，就体现了“行 

外”学者的跨界努力 ，启示了新的研究方向。 

其实何止如此?大屠杀期间的南京是一个特殊的“场域”，对每一个南京大屠杀的记录者和相 

关过程的阐述者而言，此“场域”施加的影响并不相同；即使对同一个书写者，因为对象和诉求不 

同，其书写方式和内容亦有巨大差别。比如，贝德士自称“金陵大学最勤奋的通讯员”，其所形成的 

揭露日军暴行的案例，在第三方证据中占有重要地位，传递到当时的大后方、上海及美国、英国等世 

界各地，而他同时写给幼子的信中，却几乎没有提及日军暴行。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为 

了争取南京 13军回应其安全、粮食等方面的诉求，在 13本领事馆举办的宴会上，讲话平和而礼貌 ，而 

其私下撰写的13记却是南京大屠杀的逐 日编年史。历史书写者出于各种原因而形成文字的多层次 

内涵和面向，是文本学的重要研究对象，在现有的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中却比较罕见。 

长期以来，哲学和人文科学为自然科学研究提供了不竭的思想源泉。现代 自然科学的迅猛发 

展，也反哺了人文社会科学，提供新的思考路径和视角，这是当代学术的重要特点。比如现代物理 

学对“时间”本质的思考，就对南京大屠杀史研究富有启发。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不同于中国历史 

的其他片段 ，在其发生时就对“在场者”形成巨大影响，在中国近现代历史对内对外的言说中均居 

突出地位，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引力场”，使得时间在其中获得实体性的存在——时间与场境融为 
一 体，或者说，时间成为场境的有机组成部分。以精确时间为标尺的南京大屠杀史从而可以“切成 

段”“分成块”，当然也可在“引力场”的作用下，部分或总体地结合在一起。像 1937年 12月 19日 

的安全区档案记录的日军暴行就精确到分钟，这在历史资料中是罕见的，体现了史料制作者当时强 

烈的历史 自觉意识，时间在南京大屠杀中的“实体化”，加上场境的细化和具体，使得南京大屠杀本 

身在经过了几十年的今天，仍然可以感性地触摸到，它有“历史的温度”——时间，在南京大屠杀期 

间是暴力的“同谋”——拉贝这样描述当时南京居民在时间中经受的折磨：“人们觉得自己像个重 

病人，以恐惧的目光注视着时针走动，觉得它走得太慢了，一天好像有 100个小时而不是 24小时， 

没有谁知道 自己何时会康复。”然而，时间的重要性尚没有引起研究者足够的重视。 

除了以上提及的理论、方法外 ，还有很多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都可以为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注入 

新的动力 ，比如医学和心理学中的 PTSD(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中文译为“创伤后应激反应 

障碍”)概念、“空间生产”理论等。跨学科理论和方法展示的广阔前景，对南京大屠杀史研究者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问题意识方面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在亚太地区制造过很多暴行，惟有南京大屠杀案除经中国“国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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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审理外，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也单独作为一案进行审理。根据判决，甲级战 

犯中有二人对此事负责——广田弘毅因此被判处有期徒刑，其主罪阴谋发动战争罪名成立被判处 

死刑，主刑吸收附刑；松井石根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指挥着那支应对所发生事件负责的军队。况且 

他知道这些暴行 ，他既有权力，也有义务控制住他的军队和保护不幸的南京市民。他必须为他的渎 

职行为承担刑事责任”，最终被判处死刑。也就是说，在东京审判中，惟有松井石根因南京大屠杀 

被判处死刑——这曾长时间地决定了日本右翼的“问题意识”——所谓“松井的冤屈”，大多数 日本 

右翼反复论证松井石根对此不知情 ，他是个热爱和平的人士。然而，松井石根对南京大屠杀不知 

情、热爱和平的论调，在东京审判时就被检察方通过质证证明为无稽之谈，此后不断发现的史料，如 

其本人 日记、饭沼守 日记、中岛今朝吾 日记等都证明了判决的可靠。日本右翼乃改变策略，将南京 

大屠杀这一牵涉众多方面的问题简化为受害者是否为30万的人数问题。 

“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手法，东京审判时是被告和辩护律师的惯伎，战后日本右翼几十年的 

翻案文章谋篇布局很大程度上承袭其思想资源，日本右翼冷饭重炒本不足怪，客观上影响了中国研 

究者的问题设定——对 日本右翼观点的回击 ，在既有的研究成果中占不小的比例——作为捍卫人 

类共同记忆的努力，这方面成果斐然，价值自不待言。现在，是跳出右翼设定的话题，确立自己的学 

术问题意识和导向的时候了。 

南京大屠杀涉及三个层面：作为历史事件的南京大屠杀 、作为法律案的南京大屠杀、作为人们 

认知中的南京大屠杀。这三个层面并不是孤立存在，而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围绕这三个层 

面，确立问题意识，有许多工作可做。初步考虑有以下问题需要优先解决或深化研究： 

1．侵占南京日军部队研究。其人员构成、指挥体制、沿革，各部队相互关系，指挥官群体，士兵 

群体，经历过南京暴行的Et军官兵的个体生活史等。 

2．国民政府守军研究。各部队构成、人数，指挥结构和效能，基层部队史，伤亡人数，突围者和 

幸存者经历等。 

3．大屠杀前后南京居民研究。本地居民结构和人数，外地来宁人员结构和规模，大屠杀前后 

南京居民微观生活史，大屠杀之后南京的人 口构成等。 

4．大屠杀以后南京经济社会结构。大屠杀对南京经济活动的影响，大屠杀之后的南京产业结 

构，就业结构，物价水平，社区重组，居民Et常生活，南京 日商，毒品泛滥和“慰安妇”制度的实态和 

影响，国共力量的“再进入”和影响等。 

5．大屠杀期间在宁欧美人士在南京大屠杀前后的经历、观点和行为。1937年 12月21日，南 

京城内欧美人士 21人全体向日本大使馆递交信函，并见到松井石根，要求制止日军暴行，加上当时 

在郊外管理难民营的丹麦人辛德贝格和德国人京特，这 23人的著述、信函、日记、影像及其详细的 

生活史、教育经历、家庭结构、人际交往和影响。 

6．南京大屠杀消息在欧美社会的传播实态和影响。具体的传播手段和媒介，作为传播对象的 

人员和规模 ，对欧美社会和名流、政要、政府产生的影响。 

7．东京审判和南京审判研究，以及其与其他审判 Et本战犯法庭的比较研究。 

8．大屠杀相关资料遮蔽与再遮蔽、发现与再发现的中国、日本和国际政治背景。 

9．南京大屠杀对当时和此后中国国民心理的影响。 

10．大屠杀前后南京妇女儿童研究。 

11．南京大屠杀与今 日南京。 

12．“侵华 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建筑语言、场域特点等研究。 

l3．哲学、文学、艺术、社会科学对南京大屠杀史研究的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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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日两国国民互相嫌恶的比例不断创出新高，而成因之中，围绕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认识 

占据突出位置。可以说，与其重要性相比，南京大屠杀史 目前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深化研究是学 

术必需，而本文最大的期望是“愚者千虑”。 

[作者张生，中国抗 日战争协同创新中心、南京大屠杀史与国际和平研究院教授] 

(责任编辑：徐志民) 

抗战老兵 口述调查与抗战研究 

张连红 

21世纪以来，抗战史研究无疑成为史学界的研究热点。其中抗战老兵口述历史调查成为抗战 

史研究领域中一大崭新的风景线。本文不揣冒昧，对目前抗战老兵口述历史调查现状与抗战研究 

之关系谈几点不成熟的看法，供方家指正。 

抗战老兵口述调查的现状 

以2005年纪念抗 日战争胜利 60周年为契机，社会各界高度关注抗战老兵的口述历史调查，出 

版了许多抗日官兵的口述资料。主要有：中国文史出版社以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武汉会战、长沙 

会战、忻口会战、印缅战场、常德衡阳等主题汇编出版的原国民党官兵的口述资料，方军《最后一批 

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蒋鸿熙《血泪忆衡阳》(江苏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卫我中 

华——黄埔校友抗日回忆录》(江苏省黄埔军校同学会 2005年编印)，张成德等编《山西抗战口述 

史》(全 4册，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5年版)，《南方都市报》深度报道组的《寻访抗战老兵》(南方 日 

报出版社 2005年版)，陈真、田川等编著《寻找英雄——抗 日战争之民间调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 

社2006年版)，葛先才《长沙、常德、衡阳血战亲历记》(团结出版社2007年版)，江苏省新四军和华 

中抗 日根据地研究会连续整理编辑《老兵话当年》(全 24册，江苏新闻出版局 2008年准印)，梅世 

雄《与鬼子玩命：抗战将士“口述历史”》(新华出版社 2009年版)，《我的抗战》节 目组编《我的抗 

战》(全2册，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0、2012年版)，方军《最后的军统老兵》(辽宁人民出版社2013 

年版)、湖南图书馆编《湖南老兵抗战口述录》(全 2册、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3年版)，方军《最后的 

尊严 浙江宁波的抗战老兵》(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周渝《卫国岁月：国民革命军抗战将士寻访 

录》(团结出版社2014年版)，方军《最后的川军——老兵口述实录》(辽宁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李幺傻《老兵口述抗战》(全 3册，华文出版社 2015年版)，张军锋主编《八路军口述史》(上、下册， 

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李丹阳主编《抗战时期的中国文艺口述实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年版)等。另外，戈叔亚对中国远征军及滇西战场进行的长期艰苦的调研、张西对延安时代女 

兵的口述记录、李小江推动的“2O世纪(中国)妇女”计划等，均成果斐然。 

近 10年来寻找、关爱抗战老兵也成为媒体关注的热点话题，全国各地媒体几乎都或多或少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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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 目“抗 日老战士口述史资料抢救整理”(15ZDB045)阶段性成果。 


